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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141 篇文献的 149 项独立研究，研究样本总人数达 46261 人的数据，对挑战性-

阻碍性二元压力及其亚组与员工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并检验了文化差异（权力距离、

长-短期导向、个人-集体主义）、数据来源以及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

挑战性压力及其亚组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对员工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对

员工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2）文化差异性（个人-集体主义）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

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文化差异性（权力距离高低、长-短期导向、个人-集体主义）对阻碍

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3）数据来源对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

调节作用，当员工创新数据来自自我评价时，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

强度更强。（4）数据收集时间点仅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横截面研

究设计下，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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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员工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是提升组织绩效，决定组织在当今动荡环境下生存、

发展以及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的创新（王甜 等，2019；

Elidemir et al., 2020）。员工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括创新想法产生、为创新想法的

实施寻找相关支持、创新想法实施三个阶段，只有完成以上三个阶段，才能算完成整个创

新（张惠琴,侯艳君,2017; 王甜 等，2019），以上三个阶段又都受多种因素（个体层面、组

织层面、社会层面）的影响，员工创新的复杂性不言而喻。 

与企业的高创新需求和变革相对应的，是员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较大的压力，如过长

的工作时间、超负荷的工作量等。从实践角度看，组织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帮助

员工管理其工作压力（Wang et al., 2020; 贺广明，2005），从研究角度看，学者们围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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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而当前关于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实证

研究结果如关系强度、关系方向等存在差异性。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存在

正向（Albort-Morant et al., 2020; Baer,1998；袁凌,卓晓倩, 2016）、负向（Naseer et al., 2019; 

Amabile et al., 1990）及非线性关系（王甜 等, 2019; Montani et al., 2019；Landon & Suedfeld, 

1972）。除此之外，工作压力如何影响员工创新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也尚未被完全揭示。

基于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研究现状，本研究借鉴 Cavanaugh et al.（2000）的二元工作

压力模型，Rodell 和 Judge（2009）以及 Lepine et al.（2005）对二元工作压力的细分类，用

元分析方法探索不同类型的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本研究预计将在三个方面取得进

展：第一，分类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探究，通过元分析技术整合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在大

样本下探究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强度及关系方向；第二，区分文化背景

（文化的差异性），通过元分析技术研究文化差异是否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

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提供一个相比不区分文化背景或是仅从单一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

的更为客观的研究结果；第三，边界机制探究，通过元分析技术检验单一实证研究中难以

检验或未能检验的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所受的调节变量的影响，如数据来源、数据收

集时间点等。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 

二元工作压力模型最初由 Cavanaugh et al.（2000）提出，将工作压力根据性质及其效

果分为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其中挑战性压力是一种与挑战性的工作要求相关的压力，

这类压力更多与工作要求或工作环境相关；阻碍性压力是一种阻碍个体能力发展和价值实

现的压力，这类工作压力往往与工作内容不相关。Rodell 和 Judge（2009）在挑战性-阻碍

性二元压力模型的基础上，对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进一步细分，认为挑战性压力主要

包括工作负荷、时间压力、工作复杂性以及工作职责，这类压力能够更多的带给员工收获

与成长；而阻碍性压力则主要包括繁文缛节、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工作困扰等，这类压

力更多的阻碍了员工的收获与成长。本研究就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亚组的选取，选取

当前研究中研究数量较多且在工作中常见的细分压力。挑战性压力亚组包括工作负荷、时

间压力、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阻碍性压力亚组包括工作不安全感、角色压力（角色冲

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载）、人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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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创新是组织创新的基础，员工创新研究中的创新主要指个体层面的创新。当前研

究中，研究者多从过程角度来界定创新，认为个体创新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产生、推广及实

施创新想法的过程（刘智强 等, 2015; Zhou & George, 2001; Scott & Bruce,1994），此次研究

重点关注个体层面的创新实证研究。同时，本研究所关注员工创新的内涵更为丰富，包括

个体创造力、个体创新行为及个体创新绩效三个方面。主要理由如下：（1）创新与创造力

是有强关联的概念，可以从过程和结果的视角来理解创新（张惠琴，侯艳君，2017），而创

造力是创新过程的重要组成成分，是创意产生的范畴（王智宁 等，2016）；（2）关于员工

创造力、创新行为及创新绩效，虽然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将三个概念做出严格的区分（刘智强 等，2015）；（3）从测量方面看，学者们

在员工创新相关的实证测量中也并未将三者做出严格的区分，并在研究中严格使用各自的

测量量表进行测量。现有研究中，有的研究仅测量了创新想法的产生，而有的研究对创新

的实施进行了测量，也有的仅对创新结果（绩效）进行了测量，但完整的创新过程则应该

包括三个阶段。综上，本研究中的员工创新是从整体角度出发，包含个体创造力、个体创

新行为及个体创新绩效的个体层面的创新研究。 

根据 Cavanaugh et al.（2000）以及 Rodell 和 Judge （2009）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的定

义及分类，压力具有“好坏”之分，挑战性压力是“好”压力，能够对员工行为及态度产

生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是“坏”压力，能够对员工行为及态度等产生负向影响，中间的

影响机制可以用情感事件理论进行解释。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由

Weiss 和 Cropanzano（1996）提出，旨在探讨组织成员在工作中经历的情感事件（affective 

events）、情感反应（affective reactions）与其态度和行为关系的理论。根据情感事件理论，

工作场所的压力事件会致使不同的员工产生具有差异性的情感反应，继而产生与情感反应

相一致的工作状态或应对行为（Weiss & Cropanzano, 1966）。压力事件引起的情感反应会直

接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或通过改变员工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其工作行为。基于情感事件

理论，情感反应可以看作是压力事件影响工作行为的中介机制。情感反应主要包括心境

（mood）和情绪（emotion）两个成分。现有关于工作压力与工作行为关系的研究结果也

支持了情感事件理论。Huang et al.（2015）研究表明挑战性压力对积极情感具有直接效应，

而阻碍性压力则产生了相反的效应，积极情感能够促进创造力的提升，而创造力也会促使

积极情感产生。Rodell 和 Judge（2009）的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压力会使员工产生关怀、气

愤、焦虑等不同的情绪，而这些不同的情绪会促使员工产生不同的工作行为。考虑到工作

压力和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Cavanaugh et al.（2000）和 Li et al.（2004）也开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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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个体对工作压力的积极感知可以使其更好的权衡工作利弊，激发个体的成就感，

促进其行动，同时也会对积极情绪产生强化作用，压力的消极感知所带来的效应与积极感

知所带来的效应相反。积极情绪在提升工作满意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员工更愿意以

有利于组织的方式行事。Isen（2009）发现积极情绪可以促进认知能力和灵活性的提高，

以及及时、创造性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研究还发现，积极情绪对创新、敬业度、组织承

诺和工作绩效等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预测效应（Li & Wang, 

2012; Li et al., 2013）。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挑战性压力会通过情感反应对员工创新产生

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则会对员工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在组织环境中，员工面对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事件，会产生不

同类型的工作压力，这对员工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产生的影响不同，从而导致员工产生具有

差异性的应对方式（Mitchell et al., 2019）。研究者在研究中通常将工作负荷、工作复杂性、

任务冲突以及时间压力归为挑战性压力，而将角色压力、人际冲突与工作不安全感归为阻

碍性压力（Mazzola & Disselhorst, 2019; Cavanaugh et al., 2000; Lepine et al., 2005）。根据前

文论述，挑战性压力会通过员工情感反应对员工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会通过

情感反应对员工创新产生负向影响。那么，作为挑战性-阻碍性的细分类压力，这些细分类

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也可能存在与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和创新之间的类似的关系。基于此，

我们认为工作负荷、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以及时间压力作为挑战性压力，会正向影响员

工创新，而角色压力、人际冲突与工作不安全感作为阻碍性压力，会对员工创新产生负向

影响。因此，综合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及其细分类压力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挑战性压力及其细分类压力工作负荷、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时间压力正向影

响员工创新。 

H2：阻碍性压力及其细分类压力角色压力、人际冲突、工作不安全感负向影响员工创

新。 

2.2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调节作用 

2.2.1文化差异 

个体的情绪反应基于其对现实事件的感知和评价，因此，不同的个体特征、组织环境

以及社会因素都会影响个体对压力的认知评估及压力所导致的情绪反应，从而导致不同的

挑战性和阻碍性压力结果（Choi et al., 2011; Min et al., 2015），即情境因素会对个体的认知

评估、情绪反应及行为产生交互式的影响。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文化是影响员工行为

的一个深层次情境因素（刘智强 等，2015; Hofstede, 2001），工作压力问题与国家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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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文化有着紧密联系（Akanji et al., 2020; Chen, 2019; Adiguzel & Kucukoglu, 2019; Siegrist et 

al., 2010; Peterson & Wilson, 2002）。Moos（2001）的压力与应对模型也强调了文化在情境、

压力应对与适应之间关系的作用。模型提出，压力的产生与应对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果，而文化渗透于整个压力与应对过程。当前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模型，以霍夫斯泰德的

文化维度理论使用最为广泛（Naseer et al., 2019）。霍夫斯泰德提出，可以通过集体-个体主

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短期导向、男/女性化、权力距离五个维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之间

的文化差异，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文化在五个维度均表现出差异，尤其在集

体-个体主义、权力距离、短期-长期取向三个维度上差异显著。因此，文化因素可能会对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出发，聚焦在东西方文化具有显著差异性的三个维度，探究文化差异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

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影响。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可能会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从

情绪角度看，在不同的情境下，员工会对相类似的压力，给予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杨宝琰，

万明钢，2008），并产生具有差异性的情绪反应，进而产生不同的应对方式。个人主义文化

中，在情绪表达上的主流思想是最大化积极情绪，最小化消极情绪（Kitayama et al., 2000；

刘影 等，2016）。因而，相较于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阻碍性压力通过

消极情绪对员工创新的负向影响弱。同时，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在遭遇人际冲突等

阻碍性压力时，更倾向于使用情绪表达来满足其自我一致性需求，而不会通过抑制情绪达

到维持人际和谐（Wei et al., 2013），即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员工更注重个人感受，而非

以工作为重。与之相反，集体主义文化的主流思想是通过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的平衡来寻

求一个中庸之道（Miyamoto & Ma, 2011），人际和谐是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中的重要规范，

文化的规则让其更谦让克制、隐藏情绪、保持冷静（Soto et al., 2011）。因此，相比个体主

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中员工不论对挑战性压力，还是阻碍性压力，其对于情感的表达和

情绪的抑制，均以工作和集体利益为中心，而非将个人情感置于工作和集体利益之上。相

较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工作压力对员工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强。因

此，我们认为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正向

影响更强，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强。 

权力距离可能会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权力距离是员

工承认和接受组织中权利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根据情感事件理论，挑战性压力通过情感反

应对员工创新存在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通过情感反应对员工创新存在负向影响。权力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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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高的员工，对领导有着更多的信任和感激（仲理峰 等, 2019）、忠诚和服从（Tyler et al., 

2000），而研究发现感恩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更强（丁凤琴，赵虎英，2018），更有可能在

面对挑战性压力时，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反应，从而以积极的心态进行更多的创新；同时，

因为创新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高权力距离下，员工在面临阻碍性压力时，尽可能采取较

为保守的行为，因此较少以积极、乐观的情绪反应去克服阻碍性压力，进行创新。因此，

我们认为相比于低权力距离水平的员工，高权力距离水平的员工，挑战性压力对创新的正

向影响更强，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负向影响也更强。 

长（短）期导向可能会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从长

（短）期导向看，长期导向文化价值注重长期结果，更多的让员工进行长期规划和学习，

从而获得长期的投资回报（Borys & Jemison, 1989），长期导向的员工更加注重工作结果。

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时，长期导向的员工更易产生与工作相关的积极情感和心境，对压力应

对有更强的把握，从而做出更多的工作创新，以期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创新作为一种风

险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长期导向的员工相对较为保守

（Sharma et al., 1997），在面对阻碍性压力时，为维持工作的稳定性而拒绝改变，变得小心

谨慎，以保证工作目标的长期发展，较少进行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因此，通过分析，我们

认为长期导向的员工，挑战性压力对其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阻碍性压力对其创新的负向

影响也更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文化差异对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与个体主义、

低权力距离、短期导向文化背景相比，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长期导向文化背景下，挑

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强。 

2.2.2数据来源 

研究者在使用创新量表进行评价时，评价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自评与他评。自评

是指受试者根据量表的题目和内容自行选择答案做出判断的评定量表。上级评价是指由上

级根据对下属的行为观察或是访谈所进行的量化评估，属于他评中的一种类型。在以同一

样本为被试，其他所有研究设计、研究过程均相同，但使用不同的评价方式获取研究数据

时，也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Carpenter et al., 2014）。当前研究结果也表明，自评与他评

（上级评价）结果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Paulhus & Reynolds, 1995）。因此，我们认为在研

究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时，以同一样本为被试，其他任何研究设计、

研究条件及研究过程不变，但分别采用自评和上级评价两种方式获取员工创新数据，最后

研究所得结论：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强弱、关系方向可能存在差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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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与上级评价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有，评价者的人口背景变量、评估者的参与度的差异

（汪金爱，王铁民，2015）。数据来源的差异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这一结论在国内也得到

了学者的验证（陈春花 等，2016）。除以上原因外，根据创新特质论，作为个人特质的创

新，上级感知到的员工的创新水平与员工的自我表现能力相关，因此，上级对员工的创新

评价结果与员工对创新的自我评价结果之间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创新数据来自上级

（rs）与员工自评（re）的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创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中，既有 rs 较高的情况

（Adler & Koch, 2017），也有 re较高的情况（Zhang et al., 20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H4a:不同来源的创新评价数据（自评/上级评价）能够调节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

创新的关系，与员工自评创新相比，上级对员工创新的评价数据研究中，挑战性-阻碍性压

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强。 

H4b:不同来源的创新评价数据（自评/上级评价）能够调节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

创新的关系，与员工自评创新相比，上级对员工创新的评价数据研究中，挑战性-阻碍性压

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弱。 

2.2.3数据收集时间点 

根据数据收集的时间点，实证研究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在同一时间点进行

测量并获取数据的横截面设计，另一种是在两个及两个时间点以上进行测量并获取数据的

纵向研究设计（张平，刘伟民，2020；陈春花 等，2016）。纵向研究设计中的追踪研究则

通过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复测量, 能够对现象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过程进

行深入研究, 发现个体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具体变化（胥彦，李超平，2019）。创新的产生

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采用横截面研究可能无法准确的反应工作压

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员工创新进行研究时，不同时间点收集的数据也可能

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丁琳，2017）。采用横截面研究设计（rhjm）与非横截面设计的

（rother）的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创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中，既有 rhjm 较高的情况（De 

Clercq, 2019），也有 rother较高的情况（Naseer et al., 20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

设： 

H5a：不同时间点收集的数据能够调节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与横截

面研究设计相比，非横截面研究设计的研究中，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强。 

H5b：不同时间点收集的数据能够调节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与横截

面研究设计相比，非横截面研究设计的研究中，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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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论和推导，本研究构建如下研究模型（详见图 1）。 

 

 图 1   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研究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搜集 

我们将“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工作复杂性”、“时间压力”“任务冲突”“工

作负荷”“工作不安全感”“角色模糊”“角色冲突”“人际关系冲突”与“创造力”“创新行

为”“创新绩效”进行组合，作为中文检索主题词，在中文数据库（中文知网期刊全文数据

库、万方数据检索系统、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然后将“challenge stressor”“hindrance stressor”

“workload”“time pressure”“task conflict”“job/work complexity”“role ambiguity”“role 

conflict”“role overload”“relationship conflict”“job insecurity”与“creativity”“innovation”

“creative behavior”“creative performance” 进 行 组 合 ， 在 英 文 数 据 库 （EBSCO、

PROQUEST、SAGE、Wiley、 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中进行检索。检索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2  文献纳入的标准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按照以下标准决定是否将其纳入元分析：（1）必须是包括

挑战性（阻碍性）工作压力与个体层面的创造力、创新行为、创新绩效之间的实证研究，

不包括纯理论研究、综述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等；（2）研究中必须明确报告了研究所使用的

样本量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数据，不包括仅运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其他统计方

法的数据（王海雯，张淑华，2018）；（3）调查样本均为在职员工，研究情境为工作场所，

不包括学生样本（工作情境下学生样本的实验研究除外）；（4）文献中所涉及的调查数据不

可重复使用，若学位论文发表在期刊上，则以期刊论文为准（丁凤琴，赵虎英，2018）。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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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共 141 篇，其中中文文献 77 篇，英文文献 64 篇，包括 46261 名被

试。 

3.3  文献编码 

在编码之前，首先制定本研究的编码规则、编码内容及注意事项。主要编码信息如下：

文献信息（作者名、文献发表时间）、工作压力类型（挑战性压力及其细分压力类型、阻碍

性压力及其细分压力类型）、员工创新（个体创造力、个体创新行为、个体创新绩效）、国

家（用于文化差异编码，文化差异包括权力距离、集（个）体主义、长（短）期导向）、数

据来源（自评、上级评价）、数据收集时间点（横截面研究、其他）。其中关于文化差异的

编码，根据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以及文化价值观的调查数据对三个维度进行编码。霍夫斯

泰德将各国或各地区的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按 0-100

进行打分，分值越低表示权力距离程度越低、越规避不确定性、更高的集体主义、以及更

高的男性化和短期导向。在本研究中，以 50 分为标准，将文化维度得分分为高、低两组。

其中低权力距离组包括：瑞典、英国、德国、荷兰、加拿大、美国地区，高权力距离组包

括巴基斯坦、西班牙、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南韩、葡萄牙、比利时、法国、克罗地亚、

尼日利亚、墨西哥地区；个人主义低分组包括巴基斯坦、韩国、南韩、中国（包括台湾）、

尼日利亚、葡萄牙、墨西哥、克罗地亚地区，个人主义高分组包括西班牙、德国、瑞典、

法国、比利时、加拿大、荷兰、英国、美国地区；长期导向低分组包括西班牙、巴基斯坦、

加拿大、英国、美国、葡萄牙、法国、德国、瑞典、比利时、荷兰地区；长期导向高分组

包括韩国、南韩、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由于此次研究重点关注员工创新这一整体，因

此对于同一变量同一量表分整体测量和分维度进行测量的研究，我们对维度进行合并处理，

合并的原则是：一项研究同时报告了工作压力与创新各维度（新想法产生、新想法执行等）

之间的关系，而研究关注的是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将加权平均值作

为元分析的效应量纳入研究（Byron et al., 2010；崔淼 等，2019）。 

3.4  元分析过程 

本研究借助开源软件R3.6.3（R Core Team, 2020）的psychmeta程序包（Dahlke & 

Wiernik, 2019）。研究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量（Roth et al., 2018; 杨伟文, 李超平, 

2021）。采用Hunter和Schmidt（2004）的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分析中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然后对研究中的测量误差（信度）进行修正，计算修正后的效应值以及综合效应值（

Hunter & Schmidt, 2004；魏江 等，2012）。 

其次，对效应量进行同质性及发表偏倚检验。同质性检验又称异质性检验，用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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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量之间是否同质。本研究采用 Q 统计量检验及相对统计量 I-squared（I2）来进行同质

性分析。采用 Egger’s 回归系数及 Begg 秩相关检验来检验发表偏差问题。最后，计算各变

量关系的效应值，检验文化差异、数据来源、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并报告最终的

同质性检验、主效应检验以及调节效应检验的分析结果，报告内容包括独立样本个数 k，

总样本量N，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r）及 95%置信区间（95%CI），校正抽样和测量误差报

告后的真实效应值（ρ）及 80%可信区间（80%CV），标准差（SD）。 

4    研究结果 

4.1  发表偏差及异质性检验 

元分析的结论极易受到发表偏差的影响，因此对纳入元分析的研究是否存在发表偏差

进行检验非常必要。发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又称出版性偏差，是指对同类研究，结果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更容易被接受和发表的一种现象（Begg 

& Berlin, 1988；Dickersin, 1997; 郑辉烈 等，2009）。本研究采用 Egger’s 回归系数及 Begg 秩

相关检验对纳入元分析的研究进行发表偏差检验，发表偏差检验结果见表 1。挑战性压力、

阻碍性压力及其亚组的 Egger’s 回归系数 p 值均不显著（p＞0.05），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

力及其亚组的 Begg 秩相关检验 p 值也均不显著（p＞0.05）。因此，可以判断纳入元分析的

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差。 

表 1 发表偏差结果 

检验 
挑战性 

压力 

阻碍性 

压力 

工作 

负荷 

时间 

压力 

任务 

冲突 

角色 

压力 

工作 

不安全感 

工作 

复杂性 

人际关系 

冲突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 

Intercept 0.51 –1.08 –1.27 –0.31 0.06 –1.40 –1.60 0.04 0.14 

P 0.611 0.285 0.262 0.757 0.953 0.190 0.131 0.967 0.894 

Begg 秩相关检验 

Z –0.83 –0.46 –0.75 0.04 0.19 –1.10 –1.53 0.03 0.38 

p 0.409 0.649 0.453 0.970 0.851 0.272 0.127 0.976 0.702 

 

由于纳入元分析中的各研究的样本量、研究设计、干预措施、研究对象、结果测量以

及评价指标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不同效应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将元分析中不同研究

间的各种差异称之为异质性，常见的检验方法有 Q、H、I2统计量和似然比检验，推荐 Q统

计量结合 H 或 I2 值的方式检验异质性（魏丽娟，董慧娟，2006）。因此，本研究通过 Q 统

计量（及其显著性水平）大小及 I2 来评估样本的异质性水平，其中 Q 统计量是基于总变异

的检验，Q 显著则表明存在异质性，I2 表示效应值的真实差异占观察变异的比例，其值越

大表明异质性程度越高，区分高、中、低、异质性的 I2 分界点为 75%、50%、25%。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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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见表 2 最右侧两列）看，除人际关系冲突（Q=12.77，p＜0.05，I2=60.83）的各效

应量存在中等程度的异质性外，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及其亚组的Q统计量均显著（p＜

0.001），且 I2 均大于 75%，表明各效应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异质性，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 

4.2  主效应检验结果 

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及其亚组与员工创新关系效应值计算结果见表 2。其中 CV 为

信用区间（Credibility Interval, CV），代表总体均值的分布情况，80%CV 表示有 80%的样本

效应值都分布在这个区域。从表中可以看出，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显著相

关，ρ值分别为 0.21、–0.12，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挑战性压力亚组中工作复杂性、任

务冲突与员工创新显著相关，ρ值分别为 0.30、0.20，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阻碍性压力

亚组中人际关系冲突、角色压力、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均不显著，95%置信区

间包含零。因此得出：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

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挑战性压力亚组中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对员工创新具有显著的

正面影响，时间压力及工作负荷对员工创新的正面影响不显著；阻碍性压力亚组中人际关

系冲突、角色压力、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创新均不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假设 1 得到部分

支持，假设 2 得到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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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元工作压力及其亚组与员工创新关系的主效应检验结果及异质性检验结果 

自变量 类别 k N r ρ SD 
95%CI 80%CV 

Q I2 
LL UL LL UL 

挑战性压力 总体 122 38273 0.19  0.21  0.22  0.17  0.25  –0.06  0.49  2023.19*** 94.02 

任务冲突 挑战性压力源 6 2267 0.17  0.20  0.16  0.03  0.37  –0.02  0.42  52.12 *** 90.41  

工作负荷 挑战性压力源 7 1488 0.00  –0.01  0.20  –0.19  0.18  –0.28  0.27  51.71 *** 88.40  

工作复杂性 挑战性压力源 21 6031 0.26  0.30  0.16  0.22  0.37  0.09  0.50  186.75*** 89.29  

时间压力 挑战性压力源 18 6397 0.01  0.01  0.18  –0.08  0.10  –0.22  0.24  192.12 *** 91.15  

阻碍性压力 总体 84 26395 –0.11  –0.12  0.24  –0.18  ˗0.07  –0.43  0.18  1548.33*** 94.64 

角色压力 阻碍性压力源 12 2691 –0.08  –0.09  0.16  –0.19  0.02  –0.28  0.11  64.09 *** 85.82  

人际关系冲突 阻碍性压力源 6 1879 0.00  0.00  0.09  –0.10  0.09  –0.11  0.10  12.77 * 60.83  

工作不安全感 阻碍性压力源 17 5979 –0.08  –0.09  0.26  –0.23  0.04  –0.43  0.25  382.60 *** 95.82  

注：k 表示效应值的独立样本数; N 表示所有研究中的累计样本数; r 表示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 ρ表示经过信度修正的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 SD 表示ρ的标准差; 95% CI 表示ρ的 

95%的置信区间; 80% CV 表示ρ的 80%的信用区间。下同。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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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节效应的检验 

前文进行异质性检验时，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效应值具有异质

性，因此在检验文化差异、评价数据来源、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时，也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检验。由于亚组中压力类型的研究数较少，所以下面仅对挑战性压力、阻碍性

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在进行调节作用分析时，考察不同文化维

度、员工自评-上级评价、横截面设计-非横截面设计等各自类别下，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对

员工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通过 Q 统计量（组间异质性）及其显著性来判断调节作用

存在与否。 

通过对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可知：集体（个体）主义倾向显著影响挑战性压

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Qb=5.54，p=0.019）；权力距离高低、集体（个体）主义倾向、

长期（短期）取向显著影响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Qb=37.63，p=0.000；

Qb=38.29，p=0.000；Qb=4.11，p=0.043）。其中，集体主义倾向背景下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

创新的关系强度（ρ=0.19）显著强于个体主义倾向背景研究下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

关系强度（ρ=0.16）；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倾向、长期取向背景下研究所得的阻碍性压

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12；ρ=–0.12；ρ=–0.11）显著强于低权力距离、高

回避不确定性、个体主义倾向、短期取向背景下研究下的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

度（ρ=–0.01; ρ=–0.02；ρ=–0.08），假设 3 得到部分支持。 

通过对数据来源（自评/上级评价）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可知：数据来源显著影响挑战

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Qb =98.95，p=0.000; Qb =98.95，p=0.000）。

其中，使用员工自评创新数据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22）显著强于使

用上级评价创新数据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12）；使用员工自评创新

数据的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强度（ρ=–0.12）显著高于使用上级评价创新数

据的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08），假设 4b 得到了支持。 

通过对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分析可知：不同时间点收集的数据显著影响挑战性

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Qb =159.49，p=0.000）。其中，运用在横截面（同一时间点）

收集的数据研究，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22）显著强于非横截面研究中

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08）。同时，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分析

结果可知，其在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Qb =1.42，p=0.234）。

横截面（同一时间点收集的）数据研究中，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10）

稍弱于非横截面研究中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ρ=–0.12），但差别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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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5b 得到了部分支持，不同时间点的数据，会对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

影响，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影响作用不显著，其中采用横截面设计的研究结果

中，挑战性压力与创新的关系更强。 

表 3 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调节 

变量 
压力 类别 k N ρ SD 

95%CI 
Qw p Qb p 

LL UL 

文化 

差异 

挑战性 

压力 

高权力距离 104 33838 0.19  0.20  0.15  0.23  1388.08  0.000 
0.56 0.455 

低权力距离 16 5311 0.18  0.16  0.09  0.27  143.12  0.000 

个人主义 20 6216 0.16  0.18  0.08  0.25  194.60  0.000 

5.54 0.019 
集体主义 101 33093 0.19  0.19  0.16  0.23  1334.72  0.000 

长期取向 95 31071 0.20  0.19  0.16  0.23  1223.36  0.000 

1.09 0.296 
短期取向 22 6799 0.18  0.19  0.10  0.27  246.10  0.000 

阻碍性 

压力 

高权力距离 70 23118 –0.12  0.21  –0.17  –0.07  1071.28  0.000 

37.63 0.000 

低权力距离 11 3449 –0.01  0.11  –0.08  0.07  39.42  0.000 

个人主义 13 4510 –0.02  0.10  –0.08  0.04  42.26  0.000 

38.29 0.000 

集体主义 69 22191 –0.12  0.22  –0.17  –0.07  1069.01  0.000 

长期取向 63 20504 –0.11  0.21  –0.17  –0.06  907.87  0.000 

4.11 0.043 

短期取向 18 5910 –0.08  0.20  –0.18  0.02  227.98  0.000 

表 4 数据来源与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调节 

变量 
压力 类别 k N ρ SD 

95%CI 
Qw p Qb p 

LL UL 

数据 

来源 

挑战性 

压力 

自评 69 21990 0.22  0.20  0.18  0.27  945.50  0.000 

98.95 0.000 
上级评价 51 15447 0.12  0.16  0.08  0.17  387.92  0.000 

阻碍性 

压力 

自评 51 16052 –0.12  0.22  –0.18  –0.06  747.15  0.000 

8.90 0.003 

上级评价 32 10224 –0.08  0.19  –0.15  –0.01  357.58  0.000 

数据 

收集 

时间点 

挑战性 

压力 

非横截面 35 10069 0.08  0.14  0.03  0.13  204.19  0.000 

159.49 0.000 
横截面 90 30032 0.22  0.19  0.18  0.26  1203.07  0.000 

阻碍性 

压力 

非横截面 23 6711 –0.12  0.21  –0.21  –0.02  299.69  0.000 

1.42 0.234 

横截面 63 20732 –0.10  0.20  –0.15  –0.05  869.9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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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主效应 

本研究利用元分析方法对 141 篇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研究文章的

149个实证研究进行了量化综述，共包含 46261个被试。从元分析的主效应分析结果看，挑

战性压力及其亚组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与员工创新正相关（ρ=0.21, ρ=0.30, ρ=0.20），

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负相关（ρ= –0.11），这与以往多数实证研究结果一致（Hsu & Fan, 

2010; Hon et al., 2013; 李爱梅 等，2015）。研究结果证明了研究假设，支持了 Cavanaugh et 

al.（2000）提出的压力的二元分类理论，即挑战性压力会对员工产生积极影响，而阻碍性

压力会对员工产生消极影响。同时，根据前文对现有实证研究进行整合以及对二者之间作

用机制的逻辑推演，研究结论以及以往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感事

件理论在工作压力与工作态度行为领域的应用，即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对创造力产生影响的

中介机制可能是通过对员工的心理状态或情绪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员工创新。研究发现，

技能要求低、重复操作的工作任务，会让员工产生无聊（boredom）的情感反应（Game, 

2007），而工作复杂性、任务冲突等作为挑战性压力，会让员工有专注（attentiveness）的

情感反应，而阻碍性压力则会让员工有气愤的情感反应（Rodell & Judge, 2009），这些不同

的情感反应最终会对员工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挑战性压力中的工作复杂性及任

务冲突会通过积极情感反应对员工的创新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通过抑制积极

情感或是通过产生消极情感反应对员工的创新产生较强的负向影响。未来关于挑战性-阻碍

性压力对员工创新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同时，从另一个视角看，当工作

任务较为复杂，任务冲突发生时，员工与员工及员工与上级之间更能相互面对面的交流、

辩论，各种不同的观点被激发与表达出来，也可以促进员工创新（Afsar & Umrani, 2019; 

DeChurch & Marks，2001）。主效应研究结果说明对压力进行合理分类是非常必要的，不同

类型的工作压力会使员工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进而对员工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方向、

强度）。通过对以往国内外文献的回顾，相比国外对工作压力的研究，国内研究更多直接使

用挑战性-阻碍性二元工作压力框架探究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而研究表明，并非所有

归为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的细分类型压力（如工作负荷、角色压力、时间压力）都会

对创新产生影响。而根据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不同，可以使用不同的作用机制解释不同类型

的压力产生的压力结果，例如，部分研究者可能更关注情感事件理论视角下，工作压力通

过情感反应对工作态度、行为产生的影响，也有学者更关注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工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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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对压力的认知评估、自我效能感等对工作态度、行为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必须

根据其研究的关注点，选择合适的理论基础及影响机制来研究相对应的工作压力类型及压

力的结果变量。而且从元分析涉及的实证研究来看，中国学者对细分类压力的关注度较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及其细分类型的研究。国内

文化背景下，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所包含的细分压力类型是否相同，各类压力在员工创新过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强度是否有所差异，这些问题有待今后研究者进行研究扩展。 

5.2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5.2.1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

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文化差异在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中充当了一定的边界条件。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显著高于个体主义文化

背景下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支持了我们的设想。结论仍支持

Cavanaugh et al.（2000）的压力二元分类理论，文化背景虽然对两类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

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并未改变不同类型压力对员工创新产生影响方向，即任何

文化背景下，挑战性压力均会对员工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均会对员工创新产生

负向影响。无论从积极情感的表达，或是消极情感的抑制角度看，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

员工在面临挑战性压力或是阻碍性压力时，更倾向于使用情绪表达来满足其自我一致性需

求，而不会通过抑制情绪达到维持人际和谐（Wei et al., 2013），即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

员工更注重个人感受，而非以工作为重，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

对员工创新的影响更强。当前研究也已经证明，高度集体主义文化价值取向能够促进员工

创新（易凌峰 等，2021）。高权力距离文化下研究所得的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

显著高于低权力距离文化下研究所得的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支持了

我们的设想。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来看，原因可能是权力距离高的员工，对领导更信任和

感激（仲理峰 等，2019）、忠诚和服从（Tyler et al., 2000）。而感恩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更

强（丁凤琴，赵虎英，2018），更有可能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时，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反应，从

而以积极的心态进行更多的创新；同时，因为创新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高权力距离下，

员工在面临阻碍性压力时，较少以过于乐观的态度和心态，预期自己可以以低风险解决阻

碍性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采取了较为保守的行为，较少进行创新。长期取向文

化背景下研究所得的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显著高于短期取向背景下研究所得的

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长期导向文化价值注重长期结果，更多的让员工进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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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规划和学习，从而获得长期的投资回报（Borys & Jemison, 1989），长期导向的员工更加

注重工作结果。同时，创新作为一种风险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有长期导向的员工相对较为保守（Sharma et al., 1997），因此，而在面对阻碍性压力时，为

维持工作的稳定性而拒绝改变，更加小心谨慎，从而保证工作目标的长期发展，因此较少

进行高风险的创新活动。长期取向更着眼于未来的投资回报，当面对较高的阻碍性压力时，

员工考虑到未来在企业中的发展和晋升，尽可能避免犯错影响未来职业发展，也尽可能采

取更加保守的行为解决问题（刘智强 等，2015）。 

综合来看，东方文化背景（高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长期取向）下的阻碍性压

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显著高于西方文化（低集体主义倾向、低权力距离以及短期取向）

背景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而西方文化中，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工作

中员工具有更高的自主权，鼓励冒险的倾向，因而当员工遇到高阻碍性压力的工作时，不

会因不确定性而保守的完成工作，或者减少工作中的积极行为（Grant & Rothbard, 2013），

因此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消极影响相对较低。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文

化也会对二元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果产生影响，这对情感事件理论的

发展和完善也起到了贡献，情感事件理论为研究组织中事件、情感反应、态度行为关系提

供了一个整合的框架，我们采用情感事件理论作为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一理论框

架中，个体特质在事件和情感反应之间的调节作用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验证，但文化对

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较少，也未有从整合视角出发的研究。本研究将情感事件理

论和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框架相结合，发展出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事件与通过相应的情感反

应影响员工创新这一模型，结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发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

了调节作用，对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考虑到文化的在这一作用过程中的重

要角色，我国学者在未来需要更多的结合中国情境，对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关系及边

界条件、影响机制开展可应用于本土实践的研究。除此之外，随着企业国际化发展，组织

多元文化、异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工作压力与其创新之间的关系如何，未来也需进一步探究。 

5.2.2数据来源的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据来源不同，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存

在显著差异。员工自评数据研究中的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显著高

于上级评价数据研究所得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造成这种差异性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员工创

新评价过程中自我评估偏差与他人评估偏差，以及自评与他评一致性水平的影响。研究表

明，个体在进行自我评估时存在着邓宁-克鲁格效应，即绝对能力低的人往往会高估自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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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绝对能力高的人往往对自己能力会做出较低的评价，从而导致评价结果的不准确

（陈彦君 等, 2013）。同时，个体在自我评价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好人”效应，即只想自身

较好的事情而否认不好的事情，因此员工往往为了向外界展现自己较好的一面而做出不准

确的自我评价结果（Dunning, 2011）。上级对下属的创新进行评估时，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偏

差，研究发现，下属能力强弱对上级的评价具有显著的影响，具有讨好行为的下属评价得

分高于不具有讨好行为的下属，而且讨好行为对上级评价的影响显著高于下属能力对上级

评价的影响（沈超红，郎晓新，2009）。因此，上级对下属的评价结果可能无法反映员工创

新的真实水平，员工真实创新水平与上级感知到的员工创新水平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从

而导致不同的数据来源对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关系研究结果的差异。因此未来研究中，

也需要考虑创新评价数据的来源对研究造成的影响。 

当员工工作压力及创新的数据均由员工自我报告，且研究为横断调查研究时，研究就

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源偏差（朱海腾，李川云，2019）。研究表明，数据来自于同一对象

时，得到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偏高，与源于不同对象的数据研究结果相比，同一研究对象

所得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更高（苏中兴，段佳利，2015；Podsakoff et al., 2013）。同时，同

源偏差在主观性较强的感知类变量中更为严重，在员工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研究中，

工作压力与自我创新均为感知类变量（通过对纳入元分析的实证研究总结，几乎没有研究

以员工的客观创新绩效作为员工创新变量的数据来源）。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应尽

量避免同源偏差，更多的采用上级评价的方式获取员工创新的数据，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 

5.2.3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数据收集时间点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关系强度存

在显著差异。采用横截面研究设计的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的相关性显著高于没有采用横

截面研究设计的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的相关性。编码结果表示，在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

新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有 72%的人采用横截面研究方式进行研究，仅有 28%的研究者没有

使用横截面研究方式。而随着数据采集方式及手段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横截面研究

设计中采集到的数据的有效性受到了学者的质疑，因为横截面设计采集的研究数据可能会

导致不准确的参数检验和显著性检验，并且这种研究设计只反映短时间内变量之间的关系

（胥彦，李超平，2019）。即使是同一组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时间框架，也可

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在将来挑战性压力与创新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考

虑时间因素的影响，更准确的把握二者之间关系的动态趋势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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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与设想不一致的是，数据收集时间点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调节

效应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阻碍性压力作为一种负向压力，所带来的感受和情绪是负面的，

而人体本身对负面情绪的记忆更强，而人际关系冲突又在工作场所中作为一种普遍的、日

常性的工作压力，不论使用横截面研究还是追踪研究，不同时间点下所测量的负向压力及

其感受可能变化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时间对阻碍性压力和员工创新关

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可以继续在阻碍性压力及其细分

压力类型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的探究中，多使用追踪研究或实验研究等多时间点、多来

源数据的研究方法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针对性及可靠性。同时，在数据分析时，当所有问卷数据为一次性得到或进行了 2 次或多

次研究（如纵向研究），但研究施测选择的人群相同，测量的问卷量表也相同时，建议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邓稳根 等，2018）。 

5.3  研究启示和局限 

从实践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企业通过合理的压力水平及类别控制，激发

组织内员工的创新，从而提升个体和组织的创新绩效及核心竞争力。企业需要意识到工作

压力的“双刃剑”效应，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组织。在意识到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

促进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的抑制作用。同时，企业也需要意

识到员工所处情境的重要性，根据组织文化和组织氛围制定适合的压力管理策略，例如适

量提高员工的工作复杂性、工作多样性，以及适当的任务冲突有助于员工创新的激发。 

从研究角度看，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数据来源、数据收集时间点均会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研究结果的差异。因此，研究者需要在本土特定文化

背景下进行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得出适合本土实践的结论。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

数据来源的不同，也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以上要素，选择最

合适的方式去评价和收集数据，从而保证数据的质量。从数据收集时间点来看，现有研究

成果中，超过 70%的工作压力与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横截面研究设计为主。而横截面

研究设计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变量之间关系的动态发展进行探究。因此，在未

来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更多的使用诸如追踪研究、多时间点取样、实验研究等多种研究方

法，选择不同的施测对象对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进行研究，并在数据分析时进行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挑战性压力、阻碍性细分类压力与员工创新主效应

检验的效应值数量偏少。其次，本研究所关注的调节变量远远不够，组内异质性检验的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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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全部显著，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多个变量的影响，而且数据收集时间

点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些在今后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本研究也试图对行业等情境变量进行编码，但国内外研究对行业的界定不同，行业交叉现

象严重，且部分研究没有报告样本所在行业，因此最终没有对行业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本研究建议，今后的研究在样本描述上更加规范，从而为后续的元分析提供良好的数据参

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工作中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来自家

庭的压力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等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因此，未来研究者也可

以关注生活压力以及工作–生活交互压力对员工创新的影响。 

6  结论 

当前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存在着诸多

的不一致。基于此，研究者开始尝试对工作压力进行分类，以期解释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

关系研究结果的相互矛盾的原因。本研究借鉴 Canavuage et al.以及 Rodell和 Judge对工作压

力的二分类模型，运用元分析的方法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工作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不同，且这些关系会受到文化差异、数据

来源、数据收集时间点的调节。具体表现为：（1）挑战性压力及其细分类压力中的工作复

杂性以及任务冲突对员工创新有正向影响；（2）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有负向影响；（3）

从文化差异看，高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以及长期导向文化背景下的阻碍性压力对员

工创新表现出了更强的负向影响，高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下的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表现出

更强的正向影响；（4）从数据来源看，与上级评价员工创新相比，员工自评的创新的研究

中，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表现出了更强的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新表现出了更

强的负向影响；（5）从数据收集时间点来看，使用横截面研究设计的研究，挑战性压力对

员工创新表现出了更强的正向影响，而数据收集时间点对阻碍性压力与员工创新关系的调

节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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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Hindrance Stressors and Innovation：A meta-analysis  

WANG Jiayan, LAN Yuanmei, LI Chaop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a meta-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llenging-hindrance stressors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with 149 independent samples (N=46261), 

findings showed that: (1) Challenging stressor and subgroup's - work complexity and task conflict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While hindrance stressor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2)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ism 

orien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 high power distance, and a long-

term orientation, the hindrance stressor had a stronger 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whi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 the hindrance 

stressor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3) Compared with other-

rating, when the data comes from employee self-rating, challenge stressor had a stronger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novation, and hindrance stressor had a stronger 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novation. (4) Compared with longitudinal study, in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 challenging stressor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 innovation, 

while data collection time has in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ndrance 

stressor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Key words: challenge stressor, hindrance stressor, innovation,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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